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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公平问题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古至今，公平都是

中西方社会追求的核心价值理念，研究企业内部员工的组织公平感更是热门的

议题。而中西方文化的不同使得中国企业员工与西方企业员工在关注组织公平

的不同维度——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上的侧重点不同，中国人更加

注重互动公平而西方人更加注重程序公平。研究证据表明，中国人和西方人在

思考问题时可能有着不一样的出发点，中国人更多地考虑的是自我与他人的亲

密关系，而西方人考虑的是个人利益。本文将从中西方文化、家庭背景、自我

建构以及公平敏感性四个角度来探讨在组织公平感上中西方差异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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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Is More Important, Procedure or Interaction?
——A Study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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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study of justice issues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Since ancient times, justice has been the core value concept pursued by 

Chinese and Western societies. It is a major topic to study the organizational justice 

of employees within a company. People from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focus 

on different aspects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 which includes justice of distribution, 

procedure and interaction. Chinese people pay more attention to interaction justice 

and Westerners pay more attention to procedural justice. Research evidence shows 

that Chinese and Westerners may have different starting points when thinking about 

problems. Chinese people are more concerned with the intimacy of self and others 

and Westerners consider personal interest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factors for the 

difference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 in dominating Chinese and Western enterpris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family backgrounds, self-

construction and fairness sensi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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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组织公平感是组织员工对与个人利益相关的组织内部各种政策、实施程序

等的公平感受，是员工的一种心理体验和主观感知。对公平问题的研究起源于

1965 年 Adams 提出的公平理论。公平理论认为员工的积极性取决于他所感受的

分配上的公正程度（即公平感），而员工的公平感取决于一种社会比较或历史

比较［1］。Thibaut 和 Walker 首次在他们研究法律中的公平问题的著作中提出

了程序公平，他们认为只要人们有参与诉讼过程的权利，且程序是公平的，不

论结果如何，人们会对结果表现出更高的满意度［2］。自此研究者们开始了对

程序公平的探索。1980 年，Leventhal 等将程序公平的思想引入组织研究中，并

提出了程序公平的六项原则，使得程序公平有了更加严格的标准［3］。

1986 年，Bies 和 Moag 提出了互动公平这一概念，主要关注了在执行程序时，

人际处理方式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人们不但重视分配结果与分配过程的公平程

度，而且也十分关注他人对自己的态度和方式［4］。但是后来他们又认为互动

公平是程序公平的一部分。Greenberg 将互动公平分为人际公平、信息公平两个

维度。人际公平反映的是执行程序和决定结果的当权者对员工礼貌和尊重的程

度；信息公平是指向员工传递有关信息、解释为什么采取某种分配程序和为什

么是这样的分配结果的程度［5］。直到 2005 年，Bies 又重新承认互动公平是

独立于程序公平的另一维度，同时肯定了将互动公平分为人际公平和信息公平

两个部分［6］。 Cohencharash 和 Spector 在研究中进一步验证了分配公平、程

序公平和互动公平是高相关但却是截然不同的三个维度［7］。Colquitt 和 Conlon

通过对 25 年间的 183 篇组织公平感的实证研究文献进行元分析后，证实可将公

平感分为分配公平、程序公平、人际公平以及信息公平四个维度［8］。刘亚研

究了中国文化背景下，组织公平感的四因素模型，将组织公平感分为程序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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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公平、领导公平和领导解释（信息公平）［9］。

根据以往研究主要观点，本文将从组织公平感的三个维度：分配公平、程

序公平和互动公平来分析中西方组织公平感的差异。由于中外研究一致认为，

分配公平是最基本的需要，是一种缺失性的需要，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国家

都是一样的，所以本文对分配公平的文化差异不作讨论。而在程序公平和互动

公平的研究中，中国和西方的研究出现了差异，探究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可

以帮助我国在研究组织公平时更加准确地把握组织公平的结构，并且帮助我们

更加清晰地认识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组织公平感，从而使得我国企业更好地管理

员工，满足员工的需求。

2  中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组织公平感研究

现在关于组织公平的测量，通常使用的是问卷调查法。分配公平的问卷

基本都是根据 Adams 的公平理论来编制的，现在主要使用的是由 Moorman 和

Colquitt 所编制的两种问卷［10］［11］。程序公平的问卷有两种，一种是根据

Thibaut 和 Walker 的理论编制，强调参与在程序公平中的重要作用［2］；另一

种是 Leventhal 和 Karuza 根据他们提出的六项原则所编制的问卷，强调在程序公

平中申诉的作用［3］。而 Colquitt 的问卷综合了以上两种属性，也是目前使用

频率比较高的问卷。互动公平的测量主要是根据 Bies 和 Moag 的理论编制，如

Moorman 的问卷。Colquitt 是从人际公平和信息公平两个方面来编制问卷，人际

公平依据 Bies 和 Moag 的理论编制，信息公平依据 Greenberg 的构想来编制。目

前我国的研究大多采用 Moorman 和 Colquitt 的问卷来测量组织公平。同时刘亚编

制了中国文化背景下组织公平感问卷，该问卷具有良好的构想效度、同质信度

和同时效度［9］。

西方关于互动公平的研究明显少于程序公平和分配公平，西方文化下更加

重视程序公平。 Cohencharash 和 Spector 等人使用 190 个研究的元分析结果发现，

工作绩效（job performance）与程序公平相关显著，但是工作绩效与互动公平、

分配公平都没有显著的相关。而关于互动公平的数据过少无法得出结论。西方

关于组织公平的研究一般报告，相对于程序公平而言，互动公平与工作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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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作绩效等没有密切关系［7］。比如，Zapata-Phelan 和 Colquitt 同时使用实

验和问卷调查两种方法研究发现，程序公平可以预测自我报告和自由选择的内

在动机（intrinsic motivation），也能预测任务绩效（task performance）；但是互

动公平与内在动机和任务绩效没有显著相关［12］。Bettencourt 和 Brown 以美

国一家零售银行 281 名一线服务人员为样本进行了调查发现，程序公平对工作

满意度和组织承诺的影响要强于分配公平和互动公平；互动公平则对服务提供

（service delivery）行为有显著的影响，而程序和分配公平对服务提供行为没有

显著的影响［13］。Bayarcelik 和 Findikli 等从伊斯坦布尔的公共和私人银行得

来的数据发现，程序公平和分配公平对离职意向有显著的影响，工作满意度调

节了程序和分配公平与离职意向之间的关系；同时发现互动公平与工作满意度

和离职意向都没有显著影响［14］。

对西方文化下员工的组织公平感研究的分析发现，程序公平对员工的影响

更大，互动公平的作用相对而言小一些，这与以中国员工为研究对象得出的研

究结论不太一致。比如，台湾学者 Wu Ing-Long 通过网上调查发现，分配和互

动公平对客户满意度做出了重大贡献，反过来对投诉意图的减少也有显著相关，

但是程序公平却没有［15］。Zhao、Lu 等人探究了中国移动通信市场客户满意

度与组织公平的关系，发现分配公平和互动公平对客户满意度有显著影响；而

程序公平没有［16］。汪新艳的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在中国背景下组织公平

结构中，三种公平按解释力度排序依次为互动公平、程序公平和分配公平，也

就是说互动公平的解释力度最大，而不是西方研究所显示的程序公平或者分配

公平［17］。这些研究都表明在中国互动公平的影响更大，与西方的研究结果

是有差异的。

3  中西方文化背景下组织公平感的影响因素

根据上述研究证据表明，在西方关于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的研究比互动公

平多，同时大量研究也表明了程序公平的重要性。但是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

却发现互动公平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程序公平和分配公平。下面本文将从传统

文化、家庭教育模式、自我建构和公平敏感性的差异这四个视角来尝试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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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

3.1  传统文化的差异

从中西方社会方面来说，传统文化的差异无疑对中西方人民的影响巨大。

中国是一个内陆国家，古代的中国人生产方式以农耕为主，由此形成发展的是

农业文化；而西方文明要追溯到古希腊文明，古时候的希腊是岛国，西方人最

早发展了商业经济，形成海洋文化。中西方在文化价值观上的差异，使得西方

人更加关注个人利益的追求，而中国人更加关注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因此，在

组织生产中，西方员工更加注重在处理事情时的过程和程序是否公平，以保证

自己所得利益的公平，而中国员工更在乎获取利益的方式是否有礼有节。西方

世界中契约精神十分重要，他们人与人交往追求利益公平交换的原则；而中国

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十分重要，交换的时候会考虑对象的诚意、情感因

素等［18］。

来自中国的一项跨文化研究表明，中西方儿童在面对相同的两难故事情境

时对矛盾的理解是不同的。冰岛儿童考虑的是自我利益与亲密朋友关系中遵守

诺言的义务之间的冲突，而中国儿童考虑的是老朋友亲密友谊关系与需要帮助

一个新伙伴的人际责任感之间的冲突［19］。在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儿

童考虑问题时的出发点是不同的，西方儿童是从自我利益出发去考虑责任感和

友谊，而中国儿童偏重于考虑人际间的同情进而考虑友谊关系和承诺［20］。

近期的脑成像研究发现，西方人使用前额叶内侧皮层代表个体自我，而中国人

则用来代表自我和亲密他人［21］。这些研究表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员工在

考虑问题时，可能有着不同的出发点，西方人从自我利益出发考虑问题而中国

人更加关注自己与他人的亲密关系。所以在面对三种公平时，西方员工更加注

重能够保障自身利益的程序公平，而中国员工更加关注双方有情感交流的互动

公平。

3.2  家庭教育模式的差异

家庭教育模式上的文化差异也会较大程度地影响中美文化背景下个体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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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公平和互动公平。比如，冯清爱通过对比中美家庭教育模式发现，中美家庭

教育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家庭教育的理念、内容和方式三个方面。在理念上，中

国家庭教育强调个体与整个家族的联系，注重孩子通过学习文化知识和技能成

才；美国更重视孩子的独立性和社会适应性的培养。在内容上，中国的家庭教

育注重对孩子进行未来相对确定的考试、升学式教育；而美国的家庭教育更注

重对孩子进行创造性、生存及社会实践方面的教育。在方式上，中国的家庭教

育为家长主导型，家长与孩子的距离比较大；美国侧重于民主型，孩子与家长

较为平等［22］。

关于中美家庭教育模式的差异，大量研究的观点都相当一致。研究者都认

为中国的家庭教育希望孩子成才，大多父母对孩子包办式的教育模式使得孩子

长大以后性格内向，听话，缺乏创造力，对父母的依赖性强。而美国的家庭教

育旨在培养孩子独立生存的能力，父母会平等地对待自己的孩子，培养出来的

孩子大多性格外向，有自信，更加独立，但是这些孩子成长以后对长辈的尊重

和关心，以及对帮助他人的思维和习惯远不如中国孩子［23］。

中国的家庭教育偏重于家长主导型，在往后的工作生活中，中国员工可能

继续延续以前的家庭教育模式，希望领导以家长的方式对待他们，这样使得领

导的地位更加的重要。因此与领导有关的互动公平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应该会发

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周浩和龙立荣探究了中国背景下，家长式领导与组织公平

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家长式领导对组织公平有显著的影响［24］。这也是为

什么在中国，许多研究都把领导公平作为组织公平的一个维度，如刘亚、 龙立

荣在研究中，将组织公平感分为分配公平、程序公平、领导公平和信息公平，

同时研究发现领导公平对除薪酬满意度之外的各组织效果变量，包括组织公民

行为、组织承诺、领导满意度和离职意愿等均有较强的预测［25］。马超、薛

电芳将组织公平感分为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领导公平，其中领导公平对离职

意图的预测力最强［26］。

3.3  自我建构的差异

自我建构是个体从自我和他人关系的角度来理解自我的认知结构。Mark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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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Kitayama 针对文化与自我的研究提出了自我建构这一概念［27］。Markus 在

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自我概念时，发现了受亚洲文化影响的个体与西方

文化的个体不同。大多数亚洲人在构建自我概念时会考虑他人即周围同伴的看

法，坚持与他人的联系，会将融入集体、与他人和谐共处看作自己的目标。这

种想法与大多数西方个体相反，西方文化影响下，大多数个体追求独立的自

我，努力找出自己与他人的不同之处，将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看作自己的目

标。由此，Markus 提出了代表亚洲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两种自我建构类型，依存

型自我建构（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和独立型自我建构（independent self-

construal）。前者强调个体与他人之间的联系，努力保持自己与他人关系的和谐；

后者强调个体的独特性，努力找出自己与他人的不同［24］。自我建构理论自

Markus 提出以来，也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Brewer 等人对 Markus 的自我建构理

论进行了发展，他们认为每个个体都存在依存型和独立型两种自我建构模式，

并且发现这两种自我建构可以受情境的影响而被激活［28］［29］。

研究者发现，自我建构与认知风格、社会比较、各种交际行为等都存在一

定的联系［30］。那么不同的自我建构风格是否会引起员工对程序公平和互动

公平的不同关注呢？彭征安、刘鑫以自我建构为调节变量，发现对于不同自我

建构类型的员工，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对工作满意度的预测力是不

同的［31］。他们发现当员工独立型自我建构倾向越高时，分配公平与程序公

平对工作满意度的积极影响越大，互动公平对工作满意度的积极影响越小；当

员工依存型自我建构倾向越高时，互动公平对工作满意度的积极影响越大，分

配公平和程序公平对工作满意度的积极影响越小。而在有关自我建构的文献中，

研究者们默认中国所在的亚洲文化以依存型自我建构为主，西方文明中以独立

型自我建构为主。那么这就说明了以依存型自我建构为主的中国人受互动公平

的影响比较大，同时以独立型自我建构为主的西方人受分配公平或者程序公平

的影响较大。

但是也有研究者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Brockner、Cremer 研究了依存型自我

建构对程序公平的影响，发现相比低水平的依存型自我建构，高水平依存型自

我建构的人，程序公平对其在社会困境中的贡献度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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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依存型自我建构水平低的人，互动公平对其对未来互动的渴望也有显著

的积极影响。由于 Brockner 和 Cremer 的研究并未将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分开，

而是将互动公平作为程序公平的一个维度进行研究，所以并未将两者进行比较。

但是仍然能说明依存型自我建构水平的高低不仅与互动公平有关，并且对程序

公平与其相关结果变量也有着重要影响［32］。

Holmvall 和 Bobocel 研究了自我建构与程序公平的关系，其实验研究发现

依存型自我建构水平越高，并且个体受到敏感对待（sensitive treatment）时，个

体面对公平程序出现的不利结果，其公平感越高；但是当个体受到不敏感对待

（insensitive treatment）时，个体面对公平程序出现的不利结果，其公平感反而

会降低。个体受到敏感对待，可以理解为个体受到来自他人的尊重和关心，这

些在组织公平领域是属于互动公平的一部分。相反当使用独立型自我建构启动

时，其结果恰好相反。他们认为人们对程序公平的反应，取决于他们如何看待

周围环境，更重要的是如何看待自己［33］。那么自我建构很有可能就是影响

中西方人们对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的不同关注的因素。

这些研究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自我建构类型的区别会影响到人们对不同公平

类型的关注，但是要说明中西方员工对不同公平关注的问题，还需要更多的相

关研究来验证。

3.4  公平敏感性

自 Adams 的公平理论提出以来，关于组织公平的研究都隐含了一个前提假

设：所有人都希望自己的所得与投入之比和比较对象的所得与投入之比相等，

但是现实生活中并不总是这样，人们在对待分配结果的时候是有所偏好的［34］。

Huseman、Hatfield 针对公平理论中缺乏对个体差异性的考察，提出了公平敏感

性（equity sensitivity）的概念［35］。Huseman 将公平敏感性看作个体对公平的

不同偏好，并且将这种偏好分为三种：第一种人偏好自己的付出大于所得，被

称为大公无私型；第二种人偏好所得大于付出，被称为自私自利型；第三种人

就像公平理论所描述的那样，偏好所得与付出相等，被称为公平交易型。

关于公平敏感性的定义，King、Miles 通过实验研究提出了不一样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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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 认为公平敏感性是对不同结果的容忍而不是 Huseman 认为的对不同结果的

偏好。King 的研究结果发现，大公无私的人更加关注自己所做的贡献，也就是

投入（input-focused）；公平交易型的人则是互惠取向（reciprocity），他们关注

自己的投入和所得是否匹配；自私自利的人关注结果（outcome-focused），也就

是自己获得的利益。在公平结果关注的角度上，King 的观点和 Huseman 的观点

一致。但是 King 的研究还发现了与 Huseman 观点不一致的地方，当研究者将结

果从不利变为有利时，三种类型被试的满意度都会提高。其中结果不利时，大

公无私型的被试满意度最高；结果有利时，自私自利型的被试满意度最高。按

照 Huseman 的观点，大公无私型的偏好自己的投入大于所得，那么在结果由不

利变为有利时，大公无私型被试的满意度应该会降低。但是 King 的研究结果却

与之相反，因此 King 对公平敏感性概念进行了修正，认为大公无私的人对不利

结果容忍度（tolerance）更高，而自私自利型的人对有利结果容忍度更高［36］。

King 的观点得到了 Allen 和 White 实证研究的支持。该研究发现在不公平的情境

下，对于工作负担的不公平，大公无私的员工反应最不激烈；而自私自利型的

员工对不公平的结果反应最为激烈，尤其是对外在因素，如报酬。这表明大公

无私的员工对工作负担不公平的容忍度比较高，自私自利型的员工对不公平的

容忍度比较低［37］。现在公平敏感性的定义尚未统一，King 和 Huseman 的观

点虽然都有实证研究的支持，但这也刚好说明了 King 和 Huseman 对公平敏感性

的定义只能解释部分现象。现在也有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Jeon 和 Newman

认为经典的公平敏感性定义与利己主义的概念更为一致，所以他们重新将公平

敏感性定义为人们倾向于将事件看为公平或者不公平的趋势［38］。

King 研发了公平敏感性量表（Equity Sensitivity Instrument，ESI）用于测量

公平敏感性。ESI 共有 5 个题项，每个题项都会描述一种工作情境。每一个工作

情境都包含反映大公无私和自私自利的两个项目。每个项目 10 分，被试需要在

填写问卷时将 10 分分配给两个项目，选择自己认同的项目给与高分，同时对自

己不认同的项目给与低分，并且这 10 分必须全部分配完。King 考虑到每项研究

被试的文化背景的不同，对于三种类型的分类采用的是样本平均数 ±0.5SD 进

行分类，大于 0.5SD 的会被认为是大公无私型，中间的是公平交易型，小于 -0.5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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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被认为是自私自利型［39］。由于 ESI 本身存在一些问题，例如问题含糊不清，

使用了特殊的样本评定程序以及不恰当的给分机制，Sauley 和 Bedeian 开发了包

含 16 个项目的公平偏好问卷 EPQ（Equity Preference Questionnaire）用以测量公

平敏感性［40］。研究表明 ESI 和 EPQ 都具有良好的信度分别是 0.85 和 0.86，

但是相较 ESI，EPQ 具有更好的内容效度［41］。

由于每个人的公平敏感性不一样，在遇到具体公平问题的时候，公平感也

不一样。公平敏感性受到个人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两方面的影响［35］，并且

大量的研究也是从这两个方面来研究公平敏感性的前因变量。中西方员工在程

序公平和互动公平上的差异，可以尝试着从这一方面作出解释。

现在研究者理解的公平敏感性是将整体的公平感作为研究对象的，并没有

对公平问题进行细分，也许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员工在面对不同方面的公平问题

时，其表现出的大公无私和自私自利程度是不一样的。简单来说，个体可能在

面对程序公平问题时，会表现出大公无私倾向，但是在面对互动公平问题时，

又表现为自私自利倾向。那么，注重人与人之间感情联系的中国是否会对互动

公平问题更加敏感，而注重个人利益的西方国家是否会对分配公平问题或者程

序公平问题更加敏感呢？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验证。

值得注意的是，公平问题的最后的落脚点，无论是从短期还是长远来说，

最后都与个人利益问题息息相关。周浩和龙立荣在其综述中提到，个人收入水

平可能是影响个体公平敏感性的因素，个人收入水平越高，个体可能越倾向于

大公无私［34］。目前关于公平敏感性的跨文化研究中，却很少有研究将国家

经济背景和被试个人的收入水平纳入考虑。那么这些跨文化研究能否真实地反

映不同国家公平敏感性的普遍水平呢 ?

要弄清楚中西方文化下员工对不同公平问题的关注，可以先从个人收入水

平与公平敏感性的关系入手，验证两者之间是否有显著的相关，是否个人收入

水平越高，个体越倾向大公无私。如果能够得到肯定的结果，那么在跨文化研

究中就需要考虑到国家经济水平差异以及个人收入水平的问题。接下来再研究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员工在程序公平问题的公平敏感性和互动公平问题的公平敏

感性的差异。应该可以得出，中国员工的互动公平敏感性更高而西方员工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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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公平敏感性更高的结论。由此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互动公平对员工的

影响更大，而在西方程序公平对员工的影响更大的问题。

4  总结与展望

目前，我国研究组织公平大多是用的问卷调查法，而所使用的问卷都是国

外已有的问卷进行处理而来，不具备中国本土特色。在研究我国组织公平时，

应该借鉴国外的研究方法，同时更应该通过社会访谈等方法，开发出具有中国

特色的调查问卷。刘亚编制的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组织公平感问卷虽然得到了一

定的应用，但是由于其研究样本大都来自经济不太发达的湖北省，员工的公平

感普遍较低，所以该问卷要在中国背景下得到应用，需要更多的证据［9］。所

以往后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从已有的中国文化背景的组织公平问卷入手，看其

能否在中国各地或者从整个国家的角度得到应用；另一方面，选取更具有代表

性的样本来编制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组织公平问卷。

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影响效果是不一样的。但是现

在探究产生这种文化差异的机制研究很少，大多只是提到中国“人情”和“面

子”效应。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合适的研究范式并结合 ERP、核磁等影像技

术来深入探讨这种文化差异产生的原因及其神经机制。此外，虽然公平敏感性

是针对公平理论的批评才提出来的，但是公平敏感性也为研究组织公平提供了

新的视角。对于公平敏感性不同的员工来说，其公平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企

业在管理员工时不仅可以通过构建相对公平的氛围提高组织公平感，也可以从

公平敏感性考虑，提高员工的不公平感的阈限以及奉献倾向来提高员工的公平

感。现在国内关于公平敏感性的研究还不是很多，公平敏感性的定义，无论是

Huseman 还是 King 的说法都有其合理性，也许公平敏感性在不同情况下其注意

重心是不一样的，例如在员工的公平感很高时，他们会把注意力转向公平偏好，

而在公平感低时将注意转向对不公平的容忍上来。目前关于公平敏感性的研究

都是从整体出发，其实也可以像组织公平一样将公平敏感性细分，分为分配公

平敏感性、程序公平敏感性以及互动公平敏感性。由于公平敏感性是受到文化

因素和个人因素的影响的，或许从公平敏感性的角度分析互动公平和程序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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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西方文化下的差异可以得到令人信服的结论。互动公平和程序公平的差异

也许是中西方员工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程序公平敏感性和互动公平敏感性的

不一样。

互动公平被称为组织公平研究的第三次浪潮［42］，互动公平的研究在国

外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而在注重“人情”和“面子”的中国，互动公平将扮演

更为重要的角色。朱其权和龙立荣从互动公平的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出发，对

互动公平进行了综述，指出了互动公平在我国的重要作用［43］。我国企业在

管理员工时除了注重程序和分配的公平外，应该更加注意与员工之间的互动，

尊重和鼓励员工，出现问题及时向员工提供信息，给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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